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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健康风险视域下环境标准的理性反思与规范

董正爱  ， 袁　明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044）

摘　要 ： 环境健康事件呈量级增长给环境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带来巨大影响。构建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

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管理转向健康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公众健康损害，已成为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

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须以环境标准的有效适用作为检验标准，如征收超标排污费、环境监测等，没有标准作为

准则的制度定然会走向制度的异化。现行环境标准暴露的问题包括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环境标

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环境标准的安全限值无法匹配健康阈值、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

衔接等四个方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样态，应当寻求“环境健康风

险”下环境法治的逻辑，遵循“健康风险”导向下“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探究健康本位、科学合

理、权力权利衡平三重弥合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推动环境标准之技术支撑、以“成

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以

“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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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循环、无污染的生态环境是公众健康的基础。环境标准是维护环境质量、保障公众健康的科学

标尺，环境法律规范的功能发挥依赖于环境标准的切实执行与实施。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初步形成以保障

公众健康为主旨的环境标准制度，中国“排污达标、污染超标”的不契合怪象以及环境健康事件的频发使

得中国现行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受到质疑。应当通过环境健康风险的样态解析全面检视现行环境标准制

度的不足，以环境法治的“健康风险导向”指引环境标准的制度设计及其完善。

一、环境健康风险的实践话语与规制样态

环境污染的后果不仅仅是对环境介质自身的损害，当空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遭到破坏之后，

环境介质的转化亦会对公众健康造成危害，即环境侵害依照“人类污染行为→环境遭到破坏→人体健康

遭到破坏”的路径累积加深 [1]。近年环境健康事件的频发，表明中国社会已然步入了环境污染引致公众健

康受损的高发期。

（一）环境健康风险的现实语境与实践审视

环境风险是基于对于风险的盖然性判断延伸至环境领域，是一种因环境损害影响公众的不确定风险

或者纯价值判断的未知性风险。基于风险事实上的不确定性、认识上的无知的情形，从不确定的角度来

看，环境风险所含的“损害的大小”及“损害是否发生”的不确定性，只要在环境领域中落入其中一种，即

为环境风险 [2]。环境健康风险应当是环境风险的意涵之一，指向人类的侵害行为在破坏环境之后，通过

环境介质的转化迁移，最终危害到公众健康的一种风险，这一发生机理可以抽象为“污染物质排放—环

境遭到破坏—公众健康受损” [3] 的“三阶构造”，如图 1 所示。

环境健康风险媒介主要包括空气、水体、土壤，以此为标准环境健康风险可分为：（1）空气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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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风险。2018 年 5 月 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布的一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每 10 人中

就有 9 人呼吸着污染物浓度较高的空气，预估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约 700 万。基于现

有文献与调研数据来看，中国主要城市近 10 年间，大气中铅（Pb）质量浓度为 304.2±289.6 纳克 /立方

米，虽没有超过环境质量标准，但部分地区超过了 WHO 500 纳克/立方米限值；砷（As）的质量浓度为

46.6±52.3 纳克/立方米，大幅超过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6 纳克/立方米和 WHO6.6 纳克/立方米的限值；锰

（Mn）的质量浓度为 151.7±169.9 纳克/立方米，中国没有对应的空气质量标准，但部分城市的数值远高

于 WHO 限值；镍（Ni）的质量浓度为（33.7±43.5） 纳克/立方米，中国未制定镍的空气质量标准，其超

过了 WHO 25 纳克/立方米的限值；铬（Cr）平均质量浓度为 97.4±118.2 纳克/立方米，远高于环境标准中

0.025 纳克/立方米的限值；镉（Cd）的质量浓度为 12.9±19.6 纳克/立方米，远远高于 5 纳克立方米的环境

标准限值 [4]。这表明中国空气环境中重金属污染的情况不容忽视。（2）水污染的健康风险。水体污染会

通过饮用和食物链的途径对人体健康造成侵害，近年来媒体关注的“癌症村”基本都与地下水被污染有

关。《2017 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中国浅层地下水水质情况评价总体较差。2 145 个地下水质量测站

监测数据比例：水质优良的测站仅占 0.9%，水质良好的测站为 23.5%，无水质较好的测站，水质较差的

测站为 60.9%，水质极差的测站为 14.6%。“三氮”污染情况严重，很多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与有毒

有机物污染 [5]。（3）土壤污染的健康风险。《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全国耕地土壤环

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凸显。根据土壤污染物调查数据来看，中国镉、汞、砷、铜、

铅、铬、锌、镍 8 种重金属污染物点位超标率为 7.0%、1.6%、2.7%、2.1%、1.5%、1.1%、0.9%、4.8%[6]，

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环保部统计，中国在 2005—2014 年期间特大重金属污染中毒事件高达 50 多件，导致 9 054

人血铅超标，1 835 人镉超标，其中包括 2007 年甘肃徽县血铅污染事件（334 名儿童血铅超标），2008 年

广西河池砷中毒事件（410 人尿砷含量超标）、2009 年河南济源铅污染事件（千名儿童血铅超标）、

2009 年陕西凤翔铅污染事件（615 名儿童血铅超标）等等 [7]。

（二）环境健康风险的理念审视与制度失范

现代法治动态性、多元化和层次性①的立法目的应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基于紧迫利益优先原则②进行

价值的位序选择 [8]。于环境法而言，面对环境问题实质损害到公众健康的情况，“健康优先”应在“环境保

护优先”的基础上作为环境法治的价值趋向。2014 年修订的新环保法在总则中明确把“保障公众健康”作

为立法目的，实质上已经体现出“健康优先”的新范式，第 39 条“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

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

的疾病”③表明环境保护工作逐渐向“健康优先、风险预防”趋向的演进，相应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建构的重

心从单纯规制污染行为向更系统的环境健康规制转型 [9]，通过“损失最小化”的法律原则与制度来追求“利

益的最大化”以保障公众健康。2018 年《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明确“环境健康风险管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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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境健康风险的发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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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多元的环境立法目的之间由于一定的条件或过程变化可以存在由前一目的性向后一目的性递进的层次 (级) 关系。

　　② 罗尔斯的“紧缺利益优先原则”指在利益衡平过程中优先选择对公众最为必要、最为紧缺的利益，而“紧缺”是一个相对的时空概念，这个利

益在某个社会阶段、因为某个突发事件都会产生变化。

　　③ 《环境保护法》（2014 修订版）第 39 条。



法律制度构建的出发点，应当说“健康优先”已经在部分规范条文中得到了确认。

中国环境制度的现行发展没有与规制理念的变迁保持同步，实施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与当前的环

境健康问题衔接不够，规制手段不能适应健康风险的特性，规制模式缺乏健康风险的导向，故构建“环

境健康风险导向”的体系化法律规范与精细化法律制度予以应对是当前环境法治的应然之道。前文所述

血铅中毒事件当中，环保部门所提供的评估数据显示涉污企业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均符合国家标准却会

导致环境介质中重金属污染物浓度超标，凸显出中国现行环境标准存在问题 [10]，故以“环境健康风险”为

导向对现行环境标准进行制度再造是本文的核心目的。

（三）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二元结构样态

环境健康风险可分为集聚型环境健康风险和弥散型环境健康风险：前者风险源确定，呈点状分布，

致害路径较为明确，发生范围为局部空间，受威胁的人数有限，主要发生于特定的工程项目，如发电

厂、核电站、垃圾焚烧厂等；后者风险源不明确，发生于日常生活领域，主要依赖公众自身的风险感

知，如空气污染健康风险、水污染健康风险等等 [11]。

1. 聚集性环境健康风险的样态解构

聚集性环境健康风险中公众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权益诉求：第一种是个体化的弱行动类型，即个

体通过抱怨等非正式行为来应对自己的健康焦虑；第二种是个体化的强行动类型，即个体通过法律渠

道、申诉等手段来应对自己的健康焦虑；第三种是群体化的强行动类型，即群体在通过第一种、第二种

方式无法实现诉求时，转而通过“抗争型自保”①的方式强硬地拒斥对居住地域具有负面效应的“恶行”，

从最初的环保维权逐渐演变成环境群体性事件②[12]。聚集性环境健康风险中个体化行为本身的负相关性并

不明显，但个体化行为对公众自身权益的保障不力凸显出“政府失灵”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当没

有实效的制度与规则对政府权力施以约束时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的问题。在集聚性环境健康风险中，中国

一直在构建的诉求调解机制尚不能容纳技术性较强的社会纠纷，公众参与、诉求回应的制度模式都缺乏

完整性、有效性的可操作性规定，公众在环境健康风险诉求制度渠道失灵的情况下自然会转向制度外缺

乏理性的群体化强行为类型。聚集性环境健康风险中，公众感知到具体的风险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并由

此形成了一个心理群体，强烈的情感驱动使公众开始行使所谓的“正义”，群体的共同意志逐步取代个人

意志使个体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了从外物到内化的转变 [13]。公众通过游行等方式对涉及健康风险之源

的工程、设施等项目进行抗议，有关部门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停掉可能本毋需停掉的项目，造成资源的巨

大浪费。

2. 弥散性环境健康风险的样态解构

弥散性环境健康风险则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弥散性环境健康风险中，公众对于环境健康风险的感知

日益增强且环境破坏导致公众健康受损的实际情况愈发显著，缺乏“技术理性”的标准规范使得环境健康

风险规制的制度浮寄孤悬。囿于公众无法通过科学规范识别具体的风险之源，健康威胁导致的社会激荡

中，制度的不完善势必会减少社会主流文化对公众的指引，公众最终走向了“反向隔离”③的道路 [14]。“反

向隔离”是公众在无法通过现有技术解决问题时而采取的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措施，在弥散性环境健康

风险中已成为了类型化的行动原则，具体体现为：与饮用水相关的隔离（使用净水器等）④、与食物相关

的隔离（吃有机食品等）⑤、与空气相关的隔离（防霾口罩、空气净化器等）⑥。但“反向隔离”的自保措

施是利用社会资源使得自己“隔离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亲自然”向“离自然”转变，这种“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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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抗争型自保是指采取主动对抗，企图消灭风险源或者逼迫风险制造者主动采取措施消除风险的行为。

　　② 厦门 PX 项目事件、浙江杭州中泰事件等。

　　③ “反向隔离”是美国社会学家萨斯所提出的的概念，他认为传统社会公众面对健康危机时是通过把危险源放在密闭空间中进行隔离从而解决

问题，比如对传染病人的隔离。当公众无法通过“技术理性”明确具体的风险源时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采取措施把自己与风险的外部环境隔离使

公众自己成为了隔离的对象，这就是“反向隔离”。

　　④ 很多家庭安装净水器或者使用桶装水、瓶装水以替代自来水。《2015 年净水器行业蓝皮书》显示，2014 年中国净水市场总规模约为 121 亿

元，相比 2015 年的 72 亿元增长了 66.9%，高端水零售额从 2010 年的 55 亿元增长到 2014 年的 128 亿元。

　　⑤ 2015 年，中国有机产品年销售额超过 300 亿元，生产总量以年均 30% 以上的速度递增，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有机产品消费国。

　　⑥ 2013 年，国内空气净化器市场规模增速超过 160%，2014 年，市场增速超过 30%。



化”无法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反向隔离极易造成政治麻痹。所谓的“隔离风险”会使得公众逐渐对环境

危机产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情绪，接下来的“环境保护”就无从谈起。另外，“反向隔离”需

要大量的隔离用品被生产、消费以及废弃，整个过程会产生资源的浪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环境的

破坏。

二、环境健康风险下环境标准之规范检讨与理性反思

环境标准作为衔接环境科学问题与法律规制的纽带，意在通过准确的科学数据对公众行为及其产生

的环境效应进行定量分析，以量化的办法来预判公众行为是否符合环境要求，进而规范公众的行为，间

接实现了对生态环境破坏行为的“事前控制” [15]。基于风险预防原则，具备事前控制功能的环境标准理应

成为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必要法律要素，从实践情况来看现行环境标准在保障公众健康方面无法实现预

期效果。

（一）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

环境标准制订的技术依据主要是环境基准①，囿于环境基准研究起步较晚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

先，中国环境基准体系的机械使得环境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保证。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中所依

据的环境基准体系是根据污染物在土壤中的最低限量来确定的全国统一值，由于中国土壤类型众多、性

质复杂，依据一套固定标准在各地环境污染评价中产生的结果显然难以准确反映地区土壤的真实环境质

量。《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海水水质标准》中污染物项目所依据的环境基准值均为全国统一标准，

并未因为不同水域的生态特征以及局域经济特征予以差异性调整。这种“一刀切”式的水质基准造成中国

环境保护工作中“欠保护”与“过保护”的问题时有发生，无法保证各区域环境健康状况的准确监测以及各

个区域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其次，中国环境基准体系的数据大多是国外的研究成果，囿于各国环境情况、公众身体素质等因素

的差异，无法准确适用中国现有的环境健康规划。以水质基准为例，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海

水水质标准》制订都是根据欧洲等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生态水域基准数据，标准制订并未从中国本土

的水域生态特征出发，不能实质有效地对中国水环境提供必要的保障。有论者指出由于生存环境、生活

习惯等要素的差异，国外暴露参数无法准确反映中国民众的暴露特征，一味地根据国外的暴露参数进行

健康风险评价势必会产生较大的误差 [16]。

（二）环境标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

从宏观视角来看，截至 2017 年 5 月中国总共已出台国家环保标准 2 038 项，很多标准实质上由隶属

于不同部门的技术委员会基于本行政单位的利益考量造成了环境标准的交叉重叠，比如电磁辐射防护规

定（GB 8702−88，环境保护局放射环境管理处）与辐射防护规定（GB 8703−88，核工业部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沈阳环境科学研究所）与危险废物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GB 18598−2001，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环境标准在具体个案

的选择适用上只会选择重叠中的一种，显然环境标准的制定数量无法代表整个环境标准体系实际的覆盖

范围。从微观视角来看，中国环境标准体系在实践中已然暴露出设计不合理的问题。中国环境标准体系

主要由国家环境标准与地方环境标准构成，国家环境标准中主要的污染物项目并不够全面，其主要指标

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而对公众健康威胁更大的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物并未完全纳入环境

指标，以空气质量标准与水质量标准为例（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欧盟将苯、砷、镉、镍等重金属污染物纳入环境标准，日本将苯、三氯乙烯、四

氯乙烯、二氯甲烷、二噁英等污染物项目纳入环境标准，这些重金属污染物项目目前都未纳入中国空气

质量标准，在“健康优先”的视角下中国空气环境标准所规制的污染物项目显然不够全面 [17]。现行水环境

质量标准在污染物项目设置上亦有同样的问题，《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项目虽然包括一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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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环境污染物对于环境当中的人、物等环境主体不产生不良影响的最大限值，它是国家进行环境规划工作的科学基础，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环

境科学技术水平。



金属污染物与有机污染物，

但对于中国近岸水域当中已

检测出的某些有机污染物及

某些毒性重金属等对水域质

量造成巨大破坏的有害污染

物却没有给予考虑 [18]，这样

的环境标准无法客观地反映

中国水域环境面临的实质污

染境况。在地方环境标准

中，目前只有少数地区已经

构建出了较为完善的地方环

境标准体系，很多地区的地方环境标准种类不全，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公众健康的生产工艺（譬如危险

化学品控制）并没有制定环境标准，无法起到对国家标准补充与细化的作用。

（三）环境标准的限值无法匹配健康边际

中国现行环境标准的限值无法满足“健康优先”的要求。美国联邦环保署在制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中为每种标准污染物都设定了一个足以“保护公共健康”的标准，且留出“充足的安全边际”②，其

在制定铅的空气质量标准时以“年幼的儿童”作为目标人群，完全基于健康考虑而不受经济技术条件等因

素的约束 [19]。看似“过度保

护”的美国空气质量标准从

实践来看其实并不“过分”③，

相较而言，中国环境标准污

染物限值却显得过于宽松

（如表 2 所示）。

这些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是在“宽松的”环境保护理念下基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数据所制

定，长时间没有修订导致“老”标准与现行技术理念、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沿用当初技术水平

较低的环境标准已然不能满足当前健康保护的需要 [20]。“血铅事件”中达标排放仍会导致环境介质中重金

属污染物浓度超标甚至使得公众健康受损的情况已映现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很多现行有效的环境标准

属于“超期服役”的状态，譬如硫化物在《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间接排放限值以及《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三级限值均为 2.0 毫克/升，理论上讲该排放限值相较现行技术已经有些宽松 [21]。许多环境标准

迟迟没有修订而致标准值“过于宽松”背后的根本动因在于政府传统的唯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实践行为置生

态于弱势地位 [22]。《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为实现环境质量标准，结合技术经济条件和环境

特点，限制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或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其他因素，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控制标

准）”，其中经济技术的硬性要求十分明显，环境标准的健康价值选择无法主导环境标准的制定进程。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环境标准中公众健康的安全界限就会出现宽松的状态，对于保障公众健康存在着客

观不能。

（四）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衔接

以公众参与获取决策的广泛可接受性是风险社会下行政决策合法性的基础，环境标准的制度设计不

与公众需求相匹配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即陷入困境。对于中国环境规制公共参与规范的实际情况（如图 2

所示。分析框架由纵横两条轴线构成，其中横轴表示“行政机关要求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详细程度”，从

 

表 1    典型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基本比较
 

空气质量标准基本污染物项目比较

国家 污染物项目

中国 SO2、NO2、CO、PM10、PM2.5、O3、Pb、BaP、TSP、NOx

欧盟 SO2、NO2、CO、PM10、PM2.5、O3、Pb、BaP、As、Cd、Ni、C6H6、NOx

日本 SO2、NO2、CO、SPM、PM2.5、Ox、苯、TCE、PCE、CH2Cl2、二噁英

水质量标准指标数目比较

标准名称 指标总数 有机类

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109   71
美国《推荐水质基准》（2009）① 167 127
世界卫生组织《饮用水标准》 192 142

 

表 2    国家烟气排放标准（部分）
 

烟气排放国家标准（部分） 烟尘排放浓度 /毫克/立方米

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171−1996 100~300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9078−1996 100~500
水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915−1996 1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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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美国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美国环保局（EPA) 制定了确定水质基准的技术指南，为美国各州制定水质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② 在美国“铅工业协会诉环保署”一案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该案中，法院支持了“充足的安全边际”，法院认为空气质量标准就应当完全基于

健康考虑，而不考虑其他非健康因素。

　　③ 2011 年，美国联邦环保署公布了《清洁空气法》1990—2020 年实施效益的预期评估报告，CAA 的直接效益在 2020 年可以达到 2 万亿美

元，而实施成本为 650 亿美元；同时，该法将预防超过 23 万人死于空气戊二胺。



右往左规定的详细程度逐渐减弱；纵轴表示“公众

意见对行政机关决策结果的影响程度”，从下往上

影响程度逐渐加强，纵横两轴相互交叉形成四个象

限，各自表示不同程度的公众参与在法律上的定位[23]。

第Ⅰ象限，公众参与具有详细的法定程序性规定作

为依据，行政机关须采纳公众意见作出决策；第

Ⅱ象限，公众参与同样以具体的程序性规定作为依

据，但公众的意见仅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决策的参考

资料，无法实质影响行政机关作出怎样的决策。第

Ⅲ象限，无论是“规定的详细程度”还是“决策的影

响程度”都属于最弱的程度，法律上公众参与的程序性规定粗略，公众的意见主张也只是作为行政机关

决策参考的信息；第Ⅳ象限，“规定的详细程度”最弱但“决策的影响程度”最强，公众是否可以参与决策

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主裁量，但公众意见可以实质影响到行政机关的决策。

依当前环境行政决策程序来看，公众参与的情况主要处在第Ⅱ和第Ⅲ象限之间，距离象限Ⅰ中“有

意义的回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环境标准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个象限之间的差距主要包括以下问题：

首先，《标准化法》《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强调企业对技术标准工作的参与，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鼓励企业作为单位委员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中规定单

位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 1/3，在技术委员会有表决权，并有权获得技术委员会的资料与文件，但

对于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的具体限制规定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考虑。伴随着市场自治而演变的规制经济效

应，企业的发展必然离不开技术标准的规定，因此企业以期通过参与标准制定进而影响最终决策获取己

方最大利益也就不难理解。由于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具有强大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可借自身对信息的

高支配度通过“正式化”手段“俘获”政府 [24]，利益集团对环境标准制定较大的影响使得公众的参与空间受

到挤压。

其次，中国现行环境标准制定中公众参与基本遵循了行政机关向公众单向信息告知的“命令—服从”

模式，除征求意见阶段外，公众很难参与到立项、起草、审查、批准的制定程序当中，即便在征求意见

阶段，制定机关也不会主动对环境标准中的技术术语向公众进行通俗易懂的解释，公众没有机会来理解

和评价环境标准的制定。政府与公众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环境标准制定被视为是政府部门与专家的

领地，政府对决策有着强势的话语权，公众在决策当中有限的影响力决定了其弱势的话语权，成为一种

“附庸”性主体；政府以决策符合程序为由“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公众却来承担最终的环境健康风险。

政府与公众这种不对等与当前环境健康风险分配不符合环境正义导致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信任，标准

制定无法获得社会认同，环境标准不能发挥其应然作用。

另外，依照中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环境标准的作用机理在于通过环境法规配套

的制度规范发挥法律效力。基于环境健康风险的特性，环境标准配套的制度规范必须适应环境与健康保

护工作的实际需要与现实可能，相关规定立法质量不高则会导致环境标准不具备良法品格，会直接影响

着环境标准的实施，也会影响到公众的守法。当前环境标准规范在实践层面上尚处于粗略的状态，尽管

新《环境保护法》第 28 条①已经明确中国环境标准的实施主体、责任主体应当是地方人民政府，但对于

环境标准具体的操作流程不够具体，在各机关权责分配、能力培养、机制调整、资金监管等方面的规定

上缺乏可操作性，环境标准的实施、监督在一个缺乏公众参与的封闭空间里由政府主导，公众的知情

权、监督权得不到保障。实践中，某些地方环保行政部门往往为了地方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与健康利

益，地方产业环保门槛的制定以及后续的实施监测都得过且过，环境标准在特定区域环境健康风险的规

制作用无法实现，公众只能承受环境健康风险。

　

 

执行决策

Ⅳ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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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境规制公共参与规范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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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28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目标和治理任务，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环境质

量。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重点区域、流域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并采取措施按期达标。



三、“基于健康风险”环境标准的迈进逻辑

（一）“基于健康风险”环境标准的民主维度

“民主”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专业术语，包含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协调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
1. 民主参与的环境标准增强公众的可接受性

对制度认同是人们服从该制度的价值基础，也是制度具有生命力的动力机制 [25]，这种认同始于法律

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可接受性 [26]。可接受性作为接受的特性，是衡量某一客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认同，

它是公众内心世界对某种外界因素的认同进而形成的心理状态。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也应当以“认同”这

一核心理念入手，意指行政公权力运行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手段，使得环境标准制定、执行、遵守的经济

性、道德性获得公众的普遍认同。现代社会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是推行公共决策的必然路径，以民主

为指向的公共决策更加容易被公众所认同。环境标准的民主性使得环境标准可以视为是一种民主选择，

依据环境标准所作出的环境决策以体现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来获得政治合法性，在规制环境健康风险过程

中减少人为阻力。唯有环境标准制度褪去规范命令的价值冷酷，将信任、公平与协作奉为圭臬，为环境

健康风险的规制注入温情，才能赢得民众的认可与肯定。民意在决策中获得尊重，双方实现互利共赢，

政府的决策合法性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27]。
2. 民主参与的环境标准有助于化解环境冲突的信任危机

环境健康风险兼具客观风险与主观风险的双重特质，其主观建构性使得风险大小与严重性在很大程

度上与公众的风险认知有关。在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对于风险认知信息的不对等使得公众

在未能通过制度渠道获取所需信息时往往会通过其他渠道（通常是不可靠的信息渠道）来弥补信息真

空，这样的信息获取机制使得公众在产生错误的风险认知的同时也会刺激公众对于政府制定的环境标准

产生不信任感最终演变为信任危机，政府的环境决策因无法满足公众风险控制的要求而遭到反对引发类

似于邻避冲突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政府的弥补性解释也无法再得到信任。环境标准的制定过程要注重民

主维度的导向，政府、专家与公众在风险规制的初始阶段就进行合作进而增强双方的信任。

（二）“基于健康风险”环境标准的科学维度

如何使公众主动选择制度工具来维护自己的健康权益，亟需考虑科学之维度。具备综合性与技术性

的规范标准可以使公众在正确的价值指引下作出理性的行动判断。
1. 科学支撑的环境标准是识别风险的前提

环境健康风险基于其本身的技术性总是与科学议题息息相关，科学的运用已经渗透到了风险决策的

各个环节。科学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通过观察、实验、分析的方法揭示宇宙万物相互联系

的机理 [28]，环境标准的科学维度在于揭示各种污染因素的性质、作用机理、与环境和人身健康的剂量反

应、发生时间等客观事实。识别风险是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要把环境健康风险控制在

合理范围则必须弄清楚风险形成、加剧、减轻等各方面的机理 [29]。如果对某种环境健康风险不甚了解，

那么环境标准制定就只能是盲目的，之后的环境标准执行过程中就会产生其他风险。专家通过科学研究

风险源的环境、健康影响效果为环境健康风险的识别提供科学依据 [30]，具备综合性、科学性的环境标准

才能指引公众最终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
2. 科学支撑的环境标准是公众行为的驱动力

社会机制运行过程中公众科学知识的有限性使得公众对科学知识报以一种自然的信任，吉登斯称之

为“系统信任”，这种系统信任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本质特征 [31]。当人们发觉世界所包含的可能性已经超出

了自己反映能力和知识容量所及范围时，人们就会采纳他人的观点或接纳新事物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基

础。风险外在表现的不确定性代表着无数的可能性，鉴于公众对于科学有一种自然的“系统信任”的心

理，公众根据科学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就成为了他们应对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譬如，对现代医学的信

任是人们面对疾病而产生的健康焦虑所应对的主要办法。人们通常面对疾病的第一反应就是寄希望于现

代医学，即便当他们被告知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时，他们也寄希望于医学未来的发展。贝尔纳认为“科

学不仅是累积的知识传统，更是一种社会建制，是社会生产力” [32]，风险社会下给予科学以最基本的信任

已成为公众进行正常社会生活的驱动力 [33]。推论之，具备科学性、综合性的环境标准才能驱动公众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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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的理性行为维护自己的健康权益。

（三）“基于健康风险”环境标准二元维度的逻辑定位

制定环境标准的过程中，科学维度主要承担风险识别与风险评估的作用，通过环境健康风险的识别

与评估来确定某种可能产生环境危害的物质的环境基准值，以此作为环境标准制定中的基本依据。换言

之，科学维度在环境标准的制定中起到的是基础性作用。现行环境标准制定涉及五个重要版块：调取环

境基准材料、科学评估环境基准①、暴露或风险评估、政策评估、形成标准草案，前三个基础版块基本上

是一种纯粹的科学活动，而后两个环节表明环境标准的最终选择与确定仍是一种价值判断 [34]。制定者通

过科学理性所获取的结论只能为环境标准制定提供客观基础与技术指引，却不能直接决定环境标准的内

容，原因在于科学的确定性是强化环境标准权威的合法化根基 [35]，而现实中科学的发展与现实环境的变

化无法保持绝对同步的节奏，对某些情形应当何时进行控制、如何进行控制、控制到什么程度，科学无

法提供准确的答案。但是，即便在对某些物质、某些情况的科学依据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仍需对其进行规

制，此时环境风险面前科学研究所固有的不确定性、科学争论所引起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家自身所导致

的不确定性需要另一股力量予以补充，即希望于通过民主维度发挥价值选择的作用。环境标准制定中科

学维度需要民主维度存在两种考量：一是工具性考量，民主维度可以提升环境标准的质量，力求环境决

策有的放矢；二是政治性考量，民主维度可以化解政治−社会的矛盾，促进环境标准民主化，增进信任。

基于环境健康风险，人们需要厘清环境标准制定中二元维度合理的逻辑定位，即科学与民主的二元

维度在环境标准制定的不同阶段所扮演角色之间的关系。在风险识别阶段，需要充分发挥科学维度的理

性判断功能。判断环境风险源的潜在危害需要科学界对此进行广泛、深入、持续的研究，通过实验确定

各种风险源对环境的影响效果以及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效果，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环境基准值的准确性，从

而为接下来环境标准的制定提供较为准确的科学数据。在风险评估阶段，需要以科学维度为主导，以民

主维度为补充。在识别环境风险源之后，要对其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从而为环境标准值

的准确性奠定坚实的根基。在环境风险面前科学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相应的结论可能发生错误 [36]。在风险

评估过程中应当在民主维度的基础上通过多种科学方法、多种研究学科对环境风险与健康风险进行综合

评估，并通过接受、化解公众对评估结果的质疑以此倒逼政府、专家提高风险评估过程的实体正义与程

序正义。在环境标准确定阶段，需要着重发挥民主维度的价值选择功能。从表面上看，环境标准是技术

理性下的结果，但受风险源的多样

性与迁移时空的变动性、各地区情

况的不一致性以及企业技术水平、

公众接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在环

境基准转化到环境标准之间的最终

抉择环节必然要落在价值选择上。

而为保障价值选择的有效性，政

府、专家与公众在民主维度上的决

策显得尤为重要（如图 3 所示）。

四、“基于健康风险”导向环境标准的制度再造

制度具有衡平社会利益、合理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作为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先行控制规范的环境标

准应当通过制度设计与实施来管控环境健康风险。

（一）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构建环境标准技术基础

对于环境健康风险这个横亘在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命题，科学无疑是“克服狂热与迷信最佳的解

毒剂”。就科学而言，它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经过实践检验和逻辑论证的关于客观世界的本源以及事

物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 [37]。环境标准因其“数字化的法律”的特性被视作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数字”实质

上指代的是环境基准，环境基准是指环境中污染物对于人或其他生物不产生恶性影响的最大剂量 [38]。对

 

科学 科学民主 民主

科学活动 价值选择

风险识别阶段 风险评估阶段 标准决定阶段

图 3    环境标准二元维度的逻辑定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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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基准的研究而言，优良的环境基准研究能力是确定环境基准的必要条件，而科学的环境基准基本

体系与研究模式是确定环境基准的根本要求。人们需要以分类别的环境风险为主线来构建环境基准框架

体系与相对应的研究模式，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规划部署长效性的环境基准研究工作。具体

言之：首先，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基准基本体系与研究模式。从现行环境法的制定目的与保护范围看，

环境标准所需要规制的环境风险以类型化视角至少可分为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作为环境标准制定的基

础依据与科学支撑的环境基准也需要以相应的规制理念作为研究导向。健康风险作为法律主要应对和消

除的环境风险，环境基准研究应当对此严格界定中国公众健康的安全界限，准确测算出足以保障公众健

康的环境基准，进而以更加严格的健康基准作为环境标准制定的技术支撑，推动中国构建更加严格的环

境标准以发现更多的环境问题，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中国的环境与健康效益 [39]。譬如美国环境保护署在

2008 年 3 月将臭氧含量标准从不高于 0.084 ppm 改为不高于 0.075 ppm，在原标准下美国全国空气监测网

络中只有 85 个县镇不达标的监测结论在新标准下则显示多达 345 个不达标 [40]。尽管这会造成治污成本的

大幅度增加，但从长远来看降低臭氧含量所带来的公众健康效益显然更加重要。因此，构建中国环境基

准基本体系与研究模式的总体思路应当是在污染源的环境与健康危害性评估与风险性评估基础上，对环

境风险进行分类并筛查出需要规制的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作为环境介质中管理的目标，依据环境风险分

类的名单对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依据相应的研究模式进行研究，最终构建出“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框

架。其次，“健康＋生态基准”模式下的研究是一项系统性强、任务量大的科学工程，其难点之一就在于

如何保障环境健康信息的整个流转过程在多主体参与的情况下全方面、高效率与高质量地完成。美国环

境基准是由国家授权机构环保署（US EPA）作为环境基准制定的主导部门负责组织、发布环境基准，由

州环保部门结合地区实际条件对环境基准予以修改或补充，并通过多元途径（譬如公众评议、听证会）

促进公众参与的完整模式①[41]。此模式不仅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环境基准研究的规范性与灵活性，更易于在

国家范围内对环境基准的信息及时统一地获取。中国《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第五条也已规

定“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并发布环境基准”，但对于环境实时信息的获取以及公众参与途径的相关规定仍

处于不够完善的状态。因此，综合中国实践情况，在基于环境基准制定工作进行的同时，开始制订中国

环境与健康风险监测、评估、特征污染物筛选、公众参与渠道等相关的环境基准研究规范性文件，以完

善在环境基准向环境标准转化过程中环境基准信息及时获取的渠道构建 [42]。在渠道构建的基础上，为保

证环境基准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需要依据中国的场地特征条件构建专门的信息审核与验证机制，通

过为环境基准颁布信息评价指南（包括基准信息的有效性评价、豁免条件与豁免标准）对污染物自身的

物理、化学、生物特性、敏感性人群承受水平等方面的信息进行论证，以保障环境基准信息的准确性与

时效性。另外，在环境基准研究工作开展过程中要加大研究工作的经费支持力度，建设环境基准研究专

项基金，通过推进环境基准研究平台和科研团队的建设以加强中国环境基准领域研究的核心竞争力；在

中国重点研究计划中要专门设置环境基准研究版块，系统开展环境基准体系及支撑技术的研究，完善国

家层面环境基准制定的顶层设计，构建具备科学性、系统性的环境基准研究管理机制。针对中国实际情

况由国家统一规定环境基准技术原则、程序和方法，再由不同机构、不同地域根据国家规定对环境基准

进行分区、分级、分类的研究，以建设地方—区域—国家多层次环境基准体系作为研究工作的长期目标。

（二）以“成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

风险社会的法律规制在执行过程中以追求最大限度降低环境风险为价值目标而容易忽视执行所需成

本，常常由于成本问题钳制了对环境风险的及时应对导致一系列环保问题的产生。环境标准通过“成本—

收益分析”程序可以改善健康风险导向过于理想化所引致的问题，制定主体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程式对环

境风险规制效应进行量化计算 [43]。当出现规制环境健康风险所消耗的成本远大于保护环境健康所获取收

益的情况时，则该环境标准不宜采纳 [44]。但实践中成本—收益面对环境健康风险存在固有局限性，偏倾

向于成本计算的分析模式对于健康效益难以准确把握可能影响环境标准健康价值的实现。此处可借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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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于环境标准制定的相关经验。美国《清洁空气法》要求联邦环保署对多种大气污染物制定“首要标

准”（用于保护公众健康）和“次要标准”（用于维护公众福利，“公众福利”的范围基本等于“生活环

境”）。根据《清洁空气法》第 109 条第 2 款的规定，首要标准应在基于“环境基准”的基础上为“保护公

众健康”预留一个“适当的安全余地”，禁止联邦环保署在制定空气质量标准时考虑经济成本或技术上的

可行性，次要标准则应基于“环境基准”为“保护公众福利免于现有大气污染物引起的负面影响”所维持的

空气质量水平①。美国《清洁水法》中制定水质标准规定，考虑“污染物在各种水体中的存在，对健康与

福利可能产生的确定影响的种类与程度”。日本环境质量标准同样是分为人体健康和保护生活环境两个

方面，标准制定由环境厅主导②。在中国环境标准制定中可通过“双重程序”来保障环境标准面对环境健

康风险的可行性，第一步，以“健康优先”作为主旨设定严格的健康界限。对于污染源而言，关键问题在

于环境健康风险之交互性、不确定性以及时空大尺度性使得科学技术无法明确何种程度的污染物是安全

的，绝对的安全则只能是污染物的零排放。故健康界限在于严格而不在于绝对安全，比如美国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规定为无须达到保护最敏感人群的严格要求，但是该标准必须能够保护公众当中的“敏感人

群”，环保署在制定铅的空气质量标准就以“年幼的儿童”作为目标人群设置健康界限。第二步，在此基

础上利用“成本收益分析”去进行计量。环境标准的成本−收益程序要构建科学的评估机制和系统的指

标体系，以明确环境标准制定成本收益评估的健康风险导向为前提，以制定、执行、遵守三方面来构建

成本指标，以制度改进、环境健康保护、社会经济变化来构建收益指标。指标设置应在普遍性与特殊

性、近期成本收益与远期成本收益之间维系动态平衡，在此基础上通过“论证问题，确定基准线及成本−
收益的取向，选择测量风险，分类计算潜在影响，确定替代方案，选择最大健康收益的标准方案”等步

骤对生态风险与健康风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此时表面上经济之间的衡量实质上已成为环境、健康与

成本之间的衡量，最终目标是为实现健康效益最大化 [45]。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环境标准的制定采取双线

式立法的模式，结合各环境要素、各区域、各行业的实践问题，对国家、地方两级环境标准通过“成本

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进行动态调整，既要依据每个阶段的环境规划与健康保护目标进行必

要的修正，也要依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最终，以生态风险与健康风险的规制为主线

构建动态性的环境标准体系。

（三）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科学规范

具有较强公法性的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需要依赖强大的公权力作为后盾，规制时间节点前移则容易导

致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与公众享有的基本权利发生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具体实施

和功能发挥，因此如何协调“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是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制度设计必须予以回应和配

置的问题。就环境标准制定而言，环境标准实质需要衡平的是环境风险被证明实害化的问题上行政机关

决策、专家意见、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公权力的行使范围、专家的技术实施、公众的权利保障三者之

间的必要边界应当是亟需破解与衡平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第一，公权力应从标准领域中逐渐让渡出

一个不危及政治合法性与社会公正的边界范围，通过法律规定明确公权力运行与公民权利保护的边界，

以求在法治轨道上对接与协调运行，以保持环境标准体系权力与权利的内在平衡 [46]。通过完善、细化环

境标准操作流程中总量控制目标的政府责任、总量控制指标的动态调整机制等实施细则，从而将环境标

准制度内容的指引性与强制性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要及时制定与环境标准相配套的监督规范、实施细

则以保障社会公众在环境标准实施中的参与权、监督权。第二，公民权利必须通过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来

约束行政权力的扩张，基本权利的不可侵犯性、权利减损的最小性、减损利益的适当补偿性都应当作为

环境标准制度设计的考量要素。如美国法律就明确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对联邦环保署所制定的标准提出

建议，而联邦环保署必须对此予以回应，说明采用或者不采用公众意见的原因” [47]，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法

律规范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标准制定的权利。因此，应当以环境健康质量是否改善为指向、以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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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美国法典（2013 版）》第 42 卷第 7 409 节 (b) 条的规定。

　　② 日本《环境基本法》第 16 条规定: “政府在对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土壤污染及噪声等相关的环境条件方面，分别制定旨在保护人体健康及

保全生活环境方面希望加以维持的标准。前款规定的标准，必须经常加以合理的科学判断，并进行必要的修订。政府必须通过综合决策，有效地制

定有关公害防治的施政策略，以努力确保标准得以执行。”



的形式构建环境标准定期评价机制与监督环境标准执行机制，通过多元主体的监督以促进环境标准制

定、实施的不断改善。第三，中国的“环境健康规划”需要转换为地方政府的实际行动，通过“自下而上

的立法”推动环境标准的修正。在完善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要通过中央对地方的立法支持，依靠一系列地

方环境标准和标准实施办法的制定以及标准考核机制来完成总体规划。通过推动地方环境标准先行先

试，开展地方性环境健康标准制定、实施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为国家环境标准以及实施办法的修订积

累经验，同时可以化解地方差异对标准制定实施进程的羁绊，最终实现中国在标准层面应对环境健康问

题的路径创新。

（四）以“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可接受性

政府环境决策的管制型运行模式与政府依赖专家解释和政府释明的理想化风险沟通机制无法回应公

众认知的心理困局，而要突破这一心理困局的因应之道就在于“回应机制”。社会回应实质上是社会公众

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而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的一种作用机制 [48]，其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性制

度当中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政府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构建“无害”的话语系统来推进决策的

实施，问题出现后反推卸自己的责任进而导致了公共信任的破坏。故此，环境健康风险规制中规制主体

要将复杂的环境风险问题简化为政府、企业、公众对话并进行相应的“回应型”制度重构，把回应机制的

各个环节与内容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公众于政府所应享有的权利、义务以及所需承担的责任也

要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具体而言：首先，中国环境标准制定要通过制度设计提供一个实现三重对

话−政府、专家、公众−的沟通平台 [49]，依据平等进入制度、主体协商制度、行政问责制度等具体

行政制度作为运行支撑 [50]，通过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回应机制、网络沟通机制得以使公众在公共决策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加强回应媒介的建设、政府回应的绩效评估来保持行政机关、专家和公众之间的

长效沟通。其次，对待风险不确定性的理性应对方式是反对隐瞒关于风险的信息，故此，环境标准的制

定过程要主张“最大适度的透明化”，只有“最大适度的透明化”才可以真正得到公众的认同。在“最大适

度的透明化”理念之下，我们可以基于磋商合作、行为协同原则建立两个相互关联的机制。一是主动性

的“信息公开”机制，环境标准制定要求制定机关应当主动或依申请将制定过程中的政府、专家所应用的

各类信息以文档的形式予以披露，此处可以借鉴《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所提出的“五

公开”原则①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 11 条②关于公开信息的多种途径，鼓励制定单位通

过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进行信息公开。二是互动性的“对话协商”机制，通过对政府、专家具

有制约作用的方式实践一种“协商民主”，以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价值选择与权益分配的问题，决策方式

由原来基于少数领导权威的风格向多元主体共同面向的风格转变 [51]，由此为构建“最大适度的透明化”提

供了可能。此处可依据《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第四条③关于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方式，通过问卷调

查、座谈会、听证会等方式与公众进行沟通。两种机制是为追求“组织结构、权力运作与决策过程可见

化”的“厚度”与“纯度”，使得“最大适度的透明化”理念下的约束对象因之从静态的信息转换至动态的政

府 [52]。另外，“由内而外的负责”是对政府减少“阻碍透光的杂质”的基本要求，标准制定机构除了要注重

标准制定的技术论证，更要通过通俗易懂的解释让社会公众真正能够理解进而促使整个社会的参与。

五、结语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赋予人类多元化选择之时，亦为人类的生存安全带来了盖然性的风险。对于中

国环境健康问题而言，缺少“健康风险导向”的环境标准是造成环境健康风险规制困难的症结之一。通过

探求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进而论证环境标准“基于健康风险”的规范，以“健康优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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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和结果公开。

　　② （1）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2）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3）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

作日。鼓励建设单位通过广播、电视、微信、微博及其他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发布本办法第 10 条规定的信息。

　　③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组织召开座谈会、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环境保护相

关事项或者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通过电话、信函、传真、网络等方式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5804.2015.05.0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2095-5804.2015.05.014


旨、“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对环境标准进行制度再造，有助于遏制不断扩大的环境健康问

题的发生，真正实现“人人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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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 Reflection and Normative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DONG Zhengai，YUAN Ming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e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events has a huge impact on the value choice and reform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legal

system.  Constructing  an  environmental  health  legal  system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  health

management,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public  health  damag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of

environmental  law.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y  specific  legal  systems  in  the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must  be  based  on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such as the collection of excessive sewage charges,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tc., the system without

standards as a guideline will certainly move towards institutional alienation. The problems exposed by current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clude

the techn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the disconnection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regulatory scope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the  misalignment  of  actual  needs,  the  safety  limits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cannot  match  the  health  margi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 programming cannot effectively link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risk society theory to analyze the two types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regulation,  clustering and dispersing,  we should  seek the  logic  of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under“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and  follow the  two directions  of “science-based”  and “democracy-bas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health  risk” ,  to  explore  the

environmental  standard  system of  health-based,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nd  balance  of  power  and  rights:“health  +  ecological  benchmark”

system model  promotes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double-embeds  the“cost-benefit  analysis  +  health  boundaries”  to

ensure  the  fea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chieves  the  scientific  standard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ith “ equity  of  power  and

rights”,and the acceptance of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ith the “response mechanism”.

Keywords：environmental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s; public health; scientific support;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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